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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近平的改革與挑戰：也談依法治國 

趙建民(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特約講座教授兼所長) 

 

論文摘要 

 

習近平上台後，反腐和改革成為施政的兩大目標。中共在 2013 年年底舉行

十八屆三中全會，通過「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」全面

啟動改革，涵蓋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社會、生態文明五大方向，體現所謂「五位

一體」的改革，重心在經濟的市場化，法治次之。經濟改革的目的，在於建立公

平競爭的市場機制、改變政府和市場的不當連結，核心問題在於自由化和政府角

色，兩項改革都涉及政治，司法方面以依法行政、司法獨立、紀律檢查委員會的

改革、廢除勞教制度等。 

大力反腐和司法改革不但和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息息相關，還和市場化相連，

國企已成高官的家族企業。習在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

第六次會議的講話，提出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需

要深化改革」，顯示改革和司法之間的重要關連。最近所提的相關司法改革一般

反應不錯，但法治建設涉及憲法權威、依法行政、司法改革和公平審判、以及保

障人權等問題， 全面變革不易，目前改革集中在依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兩領域。 

「法治中國」成為習近平的主要施政，乃是因為法治不彰已經嚴重威脅共產

黨的統治地位，不僅市場化的努力受到干擾，整個黨國官僚體系根基腐蝕，公平

正義蕩然，都與無法充分落實依法治理有關，引起廣大民怨，這是為何中共在三

中全會通過全面改革後，集中心力提升法治工作的原因。把法治擺到統治的主題

地位，首要之圖，便是確立憲法作為根本大法的剛性地位。 

 

2015 年兩會即將結束，其中全國政協屬於統戰機關，意義在於反映民意不

在施政。國務總理李克強在 12 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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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新的一年是「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，也

是穩增長調結構的緊要之年」，指出今年中國大陸的施政工作重點。又因體制和

權限關係，國務院主管經濟和民生有關事項，對國務院而言，「穩增長（成長率

7%上下）調結構」將是的重點項目。政府工作報告提及「必須以經濟體制改革

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」，不表示全面深化改革僅止於經濟體制改革。經濟體制改

革以市場化為核心，包括加大簡政放權，進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，取消

非行政許可審批，制定市場准入負面清單，公佈省級政府權力清單、責任清單；

改革投融資體制，放寬民間投資市場准入；價格改革體制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

中的決定性作用，取消絕大部分藥品政府定價，資源性產品價格，全面實行居民

階梯價格制度；推動財稅體制改革，預算公開；金融改革，推動民間資本依法發

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；加強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設；深化國企國資改

革，引進混合所有制；擴大開放服務業和製造業，外商投資限制項目縮半；推動

上海、廣東、天津、福建自貿試驗區建設，爭取完成中國和東盟自貿區升級談判

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。 

全面深化改革、依法治國、穩增長調結構似為大陸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，其

中依法治國涉及市場化和貪腐問題，和深化改革及穩增長調結構穩息息相關，將

是本文重點。 

 

一、 依法治國的重要性 

 

政府工作報告對依法治國著墨不多，因為除依法行政外，依法治國的許多改

革並非國務院權限。 

習近平上台後，反腐和改革成為施政的兩大目標。中共在 2013 年年底舉行

十八屆三中全會，通過「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」（下

稱「決定」）全面啟動改革，涵蓋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社會、生態文明五大方向

（加上國防和軍隊），體現所謂「五位一體」的改革，當時本人便稱，改革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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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在經濟的市場化，法治次之，因為法治是經濟改革和反腐雙重戰略目標的共同

公約數。經濟改革的目的，在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、改變政府和市場的不

當連結，核心問題在於自由化和政府角色，兩項改革都涉及政治，其中又以整頓

政府和市場關係為核心任務，這是因為轉型之所以困難，各級政府掌握的資源多，

對市場進行過多的干預，不論是土地、資本、勞動力等生產要素，幾乎都遭壟斷，

這當然關乎法治改革，涉及政府職能轉變，也涉及深化市場機制的問題。具體而

言，經濟市場化改革方面涉及重新界定政府職能、政府和市場關係、國企改革和

開放民營企業，其中又牽涉財稅（含預算）、農村土地、要素價格和市場機制、

以及城鎮化為重心；司法方面以依法行政、司法獨立、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改革、

廢除勞教制度等。本文集中於法治改革。 

大力反腐和司法改革不但和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息息相關，還和市場化相連，

國企已成高官的家族企業。習在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

第六次會議的講話，提出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需

要深化改革」，顯示改革和司法之間的重要關連。最近所提的相關司法改革一般

反應不錯，但法治建設涉及憲法權威、依法行政、司法改革和公平審判、以及保

障人權等問題， 全面變革不易，目前改革集中在依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兩領域。 

2014 年 7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四中全會以法治為主題，同一時間新

華社公布了中委會授權審查周永康貪腐案。6 月 30 日政治局會議決定開除前軍

委副主席徐才厚黨籍，而山西省常委多名委員涉貪腐案，9 月 1 日省委書記袁純

青為吉林省委書記王儒林取代，這些事例都說明反腐和司法改革的關連。 

2014 年 10 月召開的四中全會，通過「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

重大問題的決定」（下稱「法治決定」），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

六方面重大任務，這是依法治國首次成為中央全會的主題，也是對三中全會全面

深化改革的延續。三中全會通過的「決定」第九節以五部分規劃了「法治中國」

的路線圖：維護憲法權威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、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

權檢察權、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、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。「法治決定」大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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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續此框架，強調法治政府、公正司法、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等改革順理成章，十

二次提及憲法，則是此次全會公報的最大亮點。 

「法治中國」成為習近平的主要施政，乃是因為法治不彰已經嚴重威脅共產

黨的統治地位，不僅市場化的努力受到干擾，整個黨國官僚體系根基腐蝕，公平

正義蕩然，都與無法充分落實依法治理有關，引起廣大民怨，這是為何中共在三

中全會通過全面改革後，集中心力提升法治工作的原因。把法治擺到統治的主題

地位，首要之圖，便是確立憲法作為根本大法的剛性地位。 

 

二、憲法權威 

 

為了確立憲法的權威，習近平在 2014 年 9 月 5 日全國人大六十週年紀念大

會上，重申「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，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

執政」。「法治決定」重申上述「兩個首先」，強調加強憲法實施，並首次提出「憲

法精神」，這和習多次強調「把權力關在籠子裡」的提法一致，似乎說明在建政

六十餘年後，中共終於瞭解了有限政府的真蒂。 

在走出文革式無法無天的人治統治，以及改革開放以來高經濟成長以達長治

久安的迷思後，中共政權終於理解到憲政的重要，雖稱亡羊補牢但畢竟是觀念上

的變革，值得肯定。然而，「法治中國」涉及的，其實是在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原

則下，法律如何定位的問題，也就是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。此一問題牽涉中共政

權的基本定性，處理不易；毛澤東統治時期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期間的慘

痛遭遇，不啻是對法制尊嚴作了最壞的註腳。 

有鑑於文革動亂，改革開放之初中共政界和法學界在法治與人治問題上、以

及黨大還是法大兩個問題，開展過論戰，有人主張法律至上反對人治，也有人主

張法治是西方的概念，提依法治國不科學，還是人治好，另也有主張法治、人治

都好，法治派並無明顯優勢，直至 1997 年十五大報告才首次出現「依法治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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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詞。 

「法治决定」提出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，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

督制度，這些論述呼應了近來大陸知識界提出的憲政主義，但要扭轉不重視憲法

的政治文化談何容易，大陸違憲事例層出不窮，但迄今未曾出現釋憲案例，遑論

違憲審查。長期以來，黨的政策走在憲法前頭，在改革開放後依然如此，這涉及

中共對憲法的實證目的，憲法從來不具剛性。譬如鑑於文革時期的無法無天，八

０年代制定新憲在討論憲法監督時，曾出現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的倡議，結果

迄今未獲採納，而是將釋憲權交付全國人大常委會，人大常委會復於 2004 年在

「法制工作委員會」下成立「法規備案審查室」，對地方法規是否違法、違憲進

行審查，至今只有各別涉及憲法的立法解釋，而無憲法解釋。「各級人民代表大

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」遲至 2007 年才公布施行，但相關規定粗糙，缺乏明確的

剛性法律約束。  

 

三、依法行政 

 

四中全會通過的「法治決定」，要求各級政府「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」、「推

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」、「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」、完善問責制度。 

依法行政的重點之一，是政府審批制度的改革，因為此涉及政府和市場的關

係，推行市場化必須轉變政府職能，現在很多許可都由部委制訂，必須減少審批。

習上任以來，國務院五次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權，尤以生產經營領域為重點，如

取消基楚電信和跨區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備案核准，以及下放省際普通貨物

水運許可。 

問題是相關行政法規並不完備，如國務院雖有組織法，但部委並無類似法規，

機關設置、編制、權限全無規範，地方行政部門亦然，決策過程也不規範，何況

審批涉及部門利益嚴重，依法行政之路並不平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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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正司法 

 

公正司法是依法治國的關鍵環節，必須透過明確的遊戲規則，保障自由市場

的公平競爭，司法體系是否獨立，也和是否能成功反腐有絕對關連。 

習近平在 2014 年 2 月 23 日的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中，表示要努力讓民眾在每

一個司法案件中感覺公平正義，以確保司法獨立審判的公正性。政法委書記孟建

柱在 1 月的政法工作會議宣布，將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批後停止實施勞教制度，

並推動勞教、信訪、司法權力運作機制、戶籍制度的改革。6 月全面深改小組第

三次會議通過「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」，挑選六省市試點

司改，針對法官、檢察官選任和管理包括員額進行改革，推動省以下法檢系統的

人、財統一管理，加強審判責任制。四中全會「法治决定」提出推動審判權和執

行分離制以及跨區法院和檢查院，7 月發佈「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（2014

─2018）」，對法院運作提出許多改革建議，習對司法方面的改革加溫。 

但獨立審判除涉及法官任命、薪酬必須終身保障外，還必須建立公正程序、

論證抗辯、審判透明、律師質詢等配套措施。大陸司法除法官欠缺終身保障外，

相關制度也不完備，面臨法院行政化、地方化、司法權分散、律師地位不高等問

題。 

服從上級法院、集體會議審判使得法院行政化的現象嚴重，三中全會通過明

確審判主體，增加主審法官判案權，減少庭長和院長的干擾，但推出後受到庭長

和院長的抗拒。 

地方各級法院和檢察院人事和財務受制於同及黨委，加上司法管轄取決於行

政區劃，在未能實施統一管轄前，三中全會決定推動省以下法、檢人財的統一管

理，並讓司法和行政管轄適度分離，這雖是對司法去地方化的開始，但卻可能弱

化最高法院和檢察院和各省、直轄市、自治區的協調能力。 

此外，司法權不集中是另外一個常受垢病的陳痾：最高法院受制於檢察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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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違法行政行為無力審判，經常交付國務院法制辦處理，當然也不可能釋憲，審

判權受到檢察院、全國人大常委會、國務院法制辦和信訪系統的分攤，；檢察權

亦同，就刑事偵查而言，公安權力龐大，而就法律監督而言，全國人大常委會、

監察部、紀委、信訪系統都享有很大權限。何況人大還有權決定兩院人事，並監

督其工作，撤銷被其認定的違法判決，更減弱了司法的威嚴。 

自十八大召開至今，被调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已超過 50 人，包括前政治局

常委周永康、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、以及前統戰部部長令計劃，中共中央反

腐的決心不謂不強，中央政治局也在 2013 年 8 月通過「防腐五年規劃」，但迄今

內容未明。擔負反腐重責的紀律檢查制度雖在 2004 年做了重大調整，將各級紀

檢由同級地方黨委及上級紀檢雙重領導改為「統一管理、直接領導」，以解決紀

檢難以監督黨委的困擾。「決定」明確黨委負反腐的主體責任、紀委負監督責任，

規定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，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，加強

對同級黨委尤其是常委的監督。 

 

五、評估 

 

習近平自十八屆一中全會上任以來，投注大量心力於改革，「法制中國」的

提法乃是針對過去反法治的傳統所下的重藥。雖然黨大或法大的論爭早已結束，

1982 憲法第 5 條明定「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、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、各企

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。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，必須予以追究」，

明確表達法律的上階地位，共產黨和解放軍都必須臣服。但今天中國大陸的問題，

不在法律規範面的完備與否，而在法律無法落實，從現實政治而言，自中央政治

局委員、常委到地方各級黨委乃至於村委會違法違憲，有誰能站出來訴究？體制

的透明度不足，問題不是共產黨是否有反省能力，而是誰來監督黨的問題，在實

際執行面上，共產黨從未真正俯首於法律。以目前進行的如火如荼的反腐工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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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，習近平靠的，還是黨的紀律檢察機關！只要共產黨領導的原則一日不變，法

制的權威便難以確立。「法治決定」在提出加強憲法實施、法治政府、公正司法

後，以加強黨的領導收尾，充分說明了司法治國的侷限。在確立黨的領導甚至要

強化領導的前提下，法治領域有多少自主空間？此一矛盾不除，「依法治國」理

念難以落實。 

「依法治國」的另一個難題，是法制建設並未到位，和既有法律難接軌。憲

法第 35 條規定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、遊行、示威

的自由，第三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，但相關法律卻未

制訂，民權難以落實。 

憲法 101 條 2 款規定:「縣級以上各級地方人大選舉並有權罷免本級人民法

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長」，法檢兩院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，人民代

表大會閉會期間，由常委會代行職權，而人大至今未能獨立於黨國運作，司法如

何獨立?法檢改由省內統管而非全國統管，但現地方諸侯問題恰恰出現在省級，

許多省份法院已掌握對下級法院的人事任命權，司法體制的根本問題未解決。現

大陸司法審判採集體決策，檢察委員會、審判委員會集體議決案件，由院長、庭

長、檢察官簽批，此制度便於卸責，改革不易。「決定」強調「強化上級紀委對

下及紀委的領導」，紀委書記將垂直提名，但並未強調紀委「垂直管理」，工資、

社保仍在同級黨委手中，如何監督黨委？程序為何？也付厥如，幹部財產申報形

同虛設，「同體監督」之譏揮之不去。 

面對不利的法治傳統，相關法律的制定也不完備，加上共產黨領導的基本治

國理念，「法治中國」的推展挑戰艱巨。 

 

 


